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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電子商務商機崛起的脈絡下，探討認知彈

性、創造力與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關係，同時也探討創業自我效能在上述三者之

間的中介效果。研究樣本取自社群平台之電子商務創業社團，徵求群內的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共回收 195 份有效問卷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論得知，認知彈性、

創造力、創業自我效能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有正向顯著的直接效果，認知彈性也

會正向影響創造力，支持個人會根據自己能力和技能，配合職業環境的要求和期

望認知而影響其生涯選擇。至於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創造力對電子商務

創業意圖關係亦扮演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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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E-commerce is emerging as a major pillar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In such a contex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creativity as 

antecedents of e-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the context of pandemic shock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was also introduced as a mediator of such relationship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urveys distributed 

to a Facebook club of e-commerce & startup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may become 

(but are not yet) entrepreneurs, as our aim was to investigate factors that explain an 

individual's intentions to pursue a career in entrepreneurship in pandemic shocks. A total 

of 195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n AMOS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purposes. 

 

Findings－Results demonstrate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creativity have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e-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can 

be considered only a partial mediator of this relationship. It suggests that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creativity constitute on their own as a sufficient driver to intend to start an 

e-intentions in starting a new business in the age of turbulence.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We focus on a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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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etting.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in other contexts and making some 

comparison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results. And we have only tested 

how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tions takes place, rather than the likelihood of the actual 

business establishment.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active entrepreneurs to add 

dimensions to the present model, such as performance and profit growth. 

 

Practical implications－The results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being cognitively 

flexible about entrepreneurial founding activities and perceive themselves to be creative 

is likely going to lead individual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xt-related e-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the face of daunting obstacles. Educators in academia could revise the taught 

programs on entrepreneurship, the focus could be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the skill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flexible thinking, instead of depicting general scenarios of 

business start-ups. Besides, confidence and belief in one’s own capabilities takes a central 

part in shaping human behavior. 

 

Originality/value－ The findings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phenomen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andemic shocks. We capture 

both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form entrepreneurial career choices. The 

study provides a different viewpoint on intentions to start a specific business using a more 

relevant environmental setting. 

 

Keywords: cognitive flexibility, creativit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e-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pandemic 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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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於 2020 年初大流行（JHCRC  2020），帶給全球社會

和經濟體前所未有的衝擊（GDA  2020; Parnell et al. 2020），包括：經濟嚴重動

盪、失業率急速攀升、旅遊和交通運輸限制，大幅改變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

（Kuckertz et al. 2020; Winston 2020）。這波全球性流行疫情是一個新的、持續不

斷且時間長度未知的衝擊（He & Harris 2020），全球經濟進入了「新常態」（new 

normal）（Ratten 2020）階段。危機雖然為社會帶來風險與不確定性，但也創造新

商機（Alon et al. 2020），讓「宅經濟」更加蓬勃發展，也突顯創業精神

（entrepreneurship）的重要性。學者們認為，創業精神是企業從生存過渡到繁榮

的重要手段（Obschonka et al. 2016）。 

觀諸創業精神和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Williams & Vorley 2015），主要有三種

研究系絡：其一是危機後的創業意圖與創業行為研究（Lechner et al. 2018），其二

是創業危機管理，探討新創事業如何應對危機（Doern et al. 2019），第三是探討政

府政策與危機中創業者的存活課題（Runyan 2006）。本研究將聚焦於危機後的電

子商務創業意圖與創業行為之探究。以現實狀況觀之，渣打集團透過網路，調查

了全球 12 個市場（包括台灣），試圖瞭解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如何衝擊並翻轉生

活型態。調查結果顯示，在全球 18 至 44 歲受訪者中，有超過 52%考慮未來半年

內自行創業（楊筱筠 2020）。 

關於創業意圖研究，過去大多以一般性的創業意圖進行探究，然而疫情衝擊

下，電子商務（線上銷售商品或服務）呈現巨幅逆勢成長（Barnes 2020）。ACI 

Worldwide（2020）報告指出，僅在 2020 年 4 月，全球電子商務銷售額大幅成長

209%，為潛在創業者提供新的創業機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於探討電

子商務型態的創業及其背後的驅動因子。電子商務創業（e-entrepreneurship）是

創業的一項子類別，涵蓋電子網絡現有的新業務模型和流程（Kuah & Wang 2017; 

Lai & To 2020），電子商務創業儼然成為創業的新興議題，但以特定脈絡

（context）進行討論的研究較少，Fayolle 與 Liñán（2014）也指出，這是創業研

究應努力的方向，據此成為研究動機之一。 

Biraglia 與 Kadile（2017）以生涯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為

基礎，建構一個基於內部和外部環境因素，適用於特定脈絡和社群的職業選擇分

析模式（Bandura 1986, 2012），也就是透過各項脈絡相依（context-dependent）的

內部、外部因素，探討創業意圖的形成。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兩項與疫情衝擊脈

絡相依的個人因素：認知彈性（cognitive flexibility）與創造力，解釋其與電子商

務創業意圖的關係。 

認知彈性係指「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選擇和替代方案，且願意靈活的適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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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持信心」（Martin & Rubin 1995）。文獻指出，個體要控制思想和行為以適應

變化的環境，並建構對未來事件的心理模擬，才能支持其計劃和行動（Hofmann 

et al. 2012）。認知彈性的理論認為，個人的基本信念和知識，可塑造行為及確定

解決問題的資源，但這些信念和知識也限制了新訊息取得（Spiro et al. 2003），但

是，認知彈性可適時擴展個人的知識和觀點（De Dreu et al. 2011），也就是具有高

度認知彈性者能透過多元方式進行思考（Dajani & Uddin 2015）、克服功能僵固性

（functional fixedness），並修改心理腳本（mental scripts）和行為習慣（behavioral 

routines），以達成特定任務（Ritter et al. 2012）。認知彈性作為個人認知能力的重

要元素，將影響個體從事創業的可能性（Dajani & Uddin 2015），因為具有適應且

能因應危機的能力者，可根據市場反應調整或改變方向，把握創業機會（Ratten 

2020）。由上可知，認知彈性具有多元思考、靈活適應環境、克服僵固性的特

質，由於創業本是一項複雜的動態活動，特別是電子商務創業的經營模式詭譎多

變且極具彈性，加上現今正面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衝擊下，認知彈性與電子商

務創業意圖關聯性的研究付之闕如，據此，成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此外，創造力也被視為重要的個人認知因素，原因在於創造力是創業精神的

主要特徵（Zhao et al. 2010），與成立新事業的機會具有密切關係（Ko & Butler 

2007），更是影響創業意圖的重要前置因素（Zampetakis et al. 2011）。Amabile

（1996）將創造力定義為新穎和實用構想下的產物，這正是創業精神的命脈

（Ward 2004）。因創業精神強調嘗試新思維，創造力是創業精神的主要特徵。現

今新型冠狀病毒的危機下，正是需要這種創新思維、多元思考、彈性應變及願意

冒險的意圖。據此，在疫情衝擊下，同時納入認知彈性、創造力兩項個人認知因

素，探討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影響，形成本研究動機之三。 

關於創業自我效能，相關文獻已廣泛討論創業自我效能與創業意圖的關係

（Bullough et al. 2014）、及影響創業自我效能因素的研究。過去著重於性別、經

驗（Wilson et al. 2007; Zhao et al. 2005）等個人屬性因素，但關於個人認知因素對

創業自我效能的研究仍不足（Fuller et al. 2018; Mauer et al. 2017）。另外，過去研

究也針對創造力對創業意圖進行探究，Bellò 等（2018）、Biraglia 與 Kadile

（2017）及 Rosique-Blasco 等（2018）皆認為，創造力也會透過自我效能達成創

業意圖，也就是說，認知彈性、創造力的差異，除了與成立新企業和創業者的知

覺傾向加以連結外，亦可對創業過程有更深入認識（Shook et al. 2003）。 

最後，回顧文獻關於危機衝擊下行為與意願的實證研究，有三種常見的方

法，其一是探討衝擊前與衝擊後各項影響因子的差異分析；以 Covid-19 疫情衝擊

之研究為例，Ruiz-Rosa等（2020）探討社會創業議題，以西班牙大學生樣本進行

問卷調查，共取得危機前 324 份、危機期間 234 份樣本；然而，因危機衝擊通常

在意料之外，且又快又急，此種抽樣計畫有執行的困難與疑義；其二是將「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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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認知」視為研究變數，納入模型之中，以 Covid-19 疫情衝擊之研究為例，

Hernández-Sánchez 等（2020）採用此種方式；第三是以疫情衝擊為研究脈絡，

納入危機衝擊下脈絡相依的變數，以 Covid-19 疫情衝擊研究為例，Zheng 等

（2020）採用此種方式，探討疫情衝擊下，數位學習取代傳統學習，主動型人

格、網路自我效能與線上互動品質的關聯。鑑於 Covid-19 具有偶發的、新的、持

續不斷，且時間長度未知的特性（He & Harris 2020），本研究參酌 Biraglia 與

Kadile（2017）、Zheng 等（2020）文獻，以疫情衝擊為脈絡，納入相關的變數進

行探討。 

綜觀上述，過去針對創業自我效能對創業意圖進行探究，但個人認知因素對

創業自我效能的研究不足；創造力、自我效能和創業意圖也有相關論述，但僅以

一般性的自我效能和創業意圖，而非特定領域的「創業自我效能」、「電子商務創

業意圖」進行討論。現今在新型冠狀病毒的不確定衝擊下，加速電子商務創業及

「宅經濟」的蓬勃發展，而面對當前的危機管理，考量認知彈性和創造力兩種個

人認知因素，針對特定創業領域的創業意圖進行討論，更能準確探究真實樣貌。

據此，本研究考慮重要的個人認知因素：認知彈性、創造力，加入創業自我效

能，思考在疫情衝擊下，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具有何種影響，形成本研究動機之

四。 

綜合上述，本研究建立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模型，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

機的環境因素，檢視認知彈性和創造力是否成為影響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個人認

知因素，評估創業自我效能是否產生中介效果，並以社群平台之電子商務創業社

團，徵求群內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發放，驗證各構面的因果關係及創

業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最後，提出討論、理論與實務意涵及研究限制與未來研

究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推論 

一、認知彈性與電子商務創業意圖 

認知彈性係指「個體意識到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選擇和替代方案，且靈活的

適應環境並保持信心」稱之（Martin & Rubin 1995）。根據認知心理學觀點，由於

確認性偏誤（confirmatory biases）的存在，個人傾向尋找肯定證據而忽略否定訊

息，並限制其運用知識完成任務和作決策（Dajani & Uddin 2015），也較容易依循

既有的經驗法則做出回應（Fiske & Neuberg 1990），忽略對決策至關重要的脈絡

（Spiro et al. 2003），導致決策和行動不具彈性（Moore & Malinowski 2009）產生

僵固性，而認知彈性的能力，足以彌補上述偏誤（Barbey et al. 2013），以多元方

式樣貌進行分類（Dajani & Uddin 2015）並建立關聯性，以克服功能僵固性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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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 

相關研究指出，認知彈性有助於提高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和創新性

（Barbey et al. 2013; Nijstad et al. 2010）；用於創業情境下，認知彈性讓個體足以應

對不確定性（Kyndt & Baert 2015），並提升儲存、檢索及利用知識的能力（Helfat 

& Peteraf 2015），據此辨識創業機會（Shane & Venkataraman 2000），進而追求創

業生涯（Krueger 2017）。認知彈性對創業意圖有關聯性的原因有二：一為認知彈

性可促進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有效運作（De Dreu et al. 2008）；具有高

度認知彈性者，憑藉有效的工作記憶功能，表現出對嶄新經驗的開放性（Star & 

Seifert 2006），以多元方式進行思考（DeYoung et al. 2005），克服僵固性，以更彈

性的方式制定新穎的創業計劃。另外，認知彈性可提高個人對環境的適應性

（Cañas et al. 2003），具高度認知彈性者能夠保持知識、訊息、規則集合和行為模

式的多樣化（Martin et al. 2011），當面對困難問題時能有效回應（Crisp & Turner 

2011），以適應決策需求（Dajani & Uddin 2015）。 

由於創業是複雜且動態的過程，面對 Covid-19 疫情衝擊下的風險與不確定

性，以及電子商務市場的高度競爭性（Goyal et al. 2019），而認知彈性對嶄新經驗

的開放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成為此情境下創業的重要趨動因素。根據以上推

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1：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認知彈性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具有正向

影響。 

二、創造力與電子創業意圖 

關於創造力與電子創業意圖的關係，可從幾個角度觀察。首先，創造力是創

業精神的重要構面，有助於創業者發現機會並產生創新構想（Baum & Locke 

2004）。Ames 與 Runco（2005）指出，創業者能夠產生大量的創新想法，在於運

用組合、類比、推理、問題表述和其他過程提出新概念（Ward 2004）。Sternberg

等（2004）認為，「跳出框架思考的能力」會影響個人建立新創事業的意願。

Hmieleski 與 Corbett（2006）還發現，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就是創造力的表

現，對創業意圖具有正向影響。 

其次，Feldman 與 Bolino（2000）關於職業定位的研究中，將創造力與自行

創業（self-employment）聯繫在一起，認為具有高感知創造力的個人，可能對

「創業家」這個職業有興趣。若從心理因素加以探討，當個人面對具高度挑戰性

的情境時，會激發不服輸個性以克服障礙，或是渴望獲得嶄新訊息，以解決困難

問題的企圖心（Zhou et al. 2012），如此一來，當成功解決問題後，會增強自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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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的自我認知，致使個人從事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和行為（Amabile 1996）。 

另外，個人的創造力，可透過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產生（Hunter et al. 

2007）。面對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創業商機，具有高度創造力者透過不斷與世

界交流，獲得大量訊息，並以各種認知結構或概念的形式儲存訊息，成為創造力

和新構想的泉源（Baer 2012）。當個人展現創造力時，這些概念的擴展或組合便

產生新的想法，以進行新的創業投資（McMullan & Kenworthy 2008; Ward 2004）。 

綜觀上述可知，創造力是創業精神和創業意圖的重要先決條件之一

（Zampetakis et al. 2011），可透過個人與環境互動加以產生。現在面臨疫情衝擊

下，有創造力的個人接收大量訊息並組合成新的想法，更有可能自行創業

（Biraglia & Kadile 2017）。根據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2：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具有正向影

響。 

三、認知彈性與創造力 

研究指出，認知彈性可讓各種看似無關的訊息進入注意力範圍（Carson et al. 

2003），提高創造性及創新思維，從而產生更多的原創訊息，而非只是習慣性反

應（Nijstad et al. 2010）；換言之，認知彈性可提高創新性（Barbey et al. 2013），為

問題提供更多元的解決方案（Roberts et al. 2017），同時增進創造力。學者指出，

認知彈性對創造力（De Dreu et al. 2011）、適應性（Crisp & Turner 2011）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Cañas et al. 2003）均有正向影響。 

De Dreu 等（2011）表明，認知彈性較高者，不會將知識類型嚴格劃分，而

是加以整合並提出新構想、新思想與新的行為模式（Roberts et al. 2017）；認知彈

性可促進自動機制的發展、消除刻板印象偏見，並在過程中激發「衍生性思考」

（generative thinking）（Crisp & Turner 2011），由此可知，認知彈性是創造力的前

因（De Dreu et al. 2011），Ritter等（2012）也提出，「認知彈性是創造力的核心，

現實生活中，認知彈性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若於創業研究領域進行探討，認

知彈性有助於個人辨識創業機會（Baron 2004），進而追求創業生涯（Krueger 

2017），在此過程中，創造力正是關鍵所在。根據上述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研

究假設： 

H3：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認知彈性對創造力具有正向影響。 



疫情衝擊脈絡下認知彈性、創造力與電子商務創業意圖 191 

 

四、創業自我效能與電子商務創業意圖 

自我效能是社會認知理論的獨特元素（Bandura 1986, 1997），可提高個人完

成任務和實現目標的能力。當針對特定活動進行量身訂製時，對結果可產生更高

的預測水準（Bandura 1997）。 

本研究探討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創業生涯選擇，因此以「創業自我效能」

（Chen et al. 1998）而非一般自我效能作為研究變數。根據創業精神的研究，從事

創業活動的信念，可對創業認知與創業意圖產生影響。為了更加理解效能信念

（efficacy beliefs）在創業過程的作用，Chen等（1998）提出「創業自我效能」觀

點，它反映「個人信念的力量，也就是能夠成功履行創業家的角色與任務的信心

程度」。創業自我效能指的是確信自己能成功執行創業任務，包括：發現新商

機、創造新產品、將思想或新發展商業化、解決問題、管理資金，成為領導者並

做出決策等任務（Wilson et al. 2007）。 

創業自我效能是創業意圖的重要先決條件，足以預測創業意圖及解釋潛在創

業者的複雜創業行為。Boyd 與 Vozikis（1994）指出，人際網路關係，透過創業

自我效能對創業意圖產生影響，社會關係網絡成為個體與外部環境的聯繫管道，

對創業意圖產生作用，也就是創業自我效能可決定創業意圖強度。過去實證表

明，不論是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具有文化及社會差異的跨國創業研究

（Pruett et al. 2009），或是針對某國女性創業家進行探究（ Isiwu & Onwuka 

2017），結果皆證實，創業自我效能是創業意圖最佳的預測變數，由此可知，創

業自我效能和創業意圖具有正向關係（Moriano et al. 2012; Zhao et al. 2005）。 

在面臨Covid-19 衝擊的電子商務商機，具有高度創業自我效能者，相信自己

能發現新商機、創造新產品，並將新發展加以商業化的執行力，也就愈能進入創

業環境並增加自行創業的機會。根據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H4：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創業自我效能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具有

正向影響。 

五、創業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 

由文獻得知，創業自我效能是個人啟動新創事業能力的重要因素（Hmieleski 

& Baron 2008）。過去探討影響創業自我效能的前因變數（Newman et al. 2019），

主要著重在個人屬性因素，如：性別（Wilson et al. 2007）、經驗（Wilson et al. 

2007; Zhao et al. 2005）等，較少探討個人認知因素（Mauer et al. 2017）對創業自

我效能的影響。學者認為，認知彈性、創造力的差異，除了與成立新企業和創業

者的知覺傾向加以連結外，對創業過程有更深入的認識（Shook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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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與電子創業意圖的中介效果而言，具有高度認知

彈性的個體，能夠對某個概念進行多元角度思考（Star & Seifert 2006），使自己的

思想和行為適應情境及任務的不確定性（Cañas et al. 2003），進而被激勵，以從事

能夠善用這些技能的職業（Jansen & Kristof-Brown 2006）；Kristof-Brown 等

（2005）認為，這樣的信念為自己帶來更高的滿足感、自我實現和成就感

（Jansen & Kristof-Brown 2006），促進效能信念的發展，從而參與新的投資活動

（Fuller et al. 2018），誘發創業意圖（Biraglia & Kadile 2017）。由上可知，具有高

度認知彈性者，較能夠適應 Covid-19 環境的不確定性，進行多元化角度思考，激

發能力和成就感，提升自行創業的可能性。根據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

假設： 

H5：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對電子商務創

業意圖的正向影響產生中介效果。 

創造力是創新的起點，但光有創造力是不夠的（Amabile 1996），還必須付諸

行動。過去研究認為，自我效能是影響個人意圖實現的重要因素（Douglas & 

Fitzsimmons 2013）。Wood 與 Bandura（1989）研究發現，具有相同技能的個人可

能會有不同表現，取決於自我效能。 

創造力對創業意圖的效果，除了直接影響外，還會透過認知的渴望

（Zampetakis 2008）或自我效能（Bellò et al. 2018）達成。Biraglia 與 Kadile

（2017）認為，創造力對創業意圖的影響藉由自我效能達成，意味著僅憑創造力

是無法激發創業意圖，還必須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此任務的信念。Rosique-Blasco

等（2018）也發現，自我效能成為創造力與創業意圖的重要中介因素。 

Salazar-Carvajal 等（2014）研究證實，創造力和創業自我效能具有正向關

係，對創造力的自我感知，強化個人成為創業家的渴望，同時提升個體創業技能

和執行創業任務的自信程度，促進成立新創事業的可行性。根據以上推論，本研

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H6：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創業自我效能在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

意圖的正向影響產生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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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與文獻探討，參酌 Biraglia 與 Kadile（2017）、Zheng 等

（2020）之研究模式，運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環境因素為脈絡，建立電

子商務創業意圖模型，以認知彈性、創造力為自變數，創業自我效能為中介變

數，形成認知彈性、創造力、創業自我效能及電子商務創業意圖之研究架構，如

圖 1 所示，加入性別、年級、就讀學院、參賽經驗作為控制變數，探討認知彈

性、創造力與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因果關係外，也探究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

性、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中介效果。 
 

 

 

 

 

 

 

 

 

 

 

 

 

 

說明：實線箭頭表示直接效果，虛線箭頭表示中介效果 

圖 1：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在樣本選擇上，本研究選擇臉書社群平台之電子商務創業社團，徵求群內的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若以現實狀態考量，加入此社團成員，大多對創業

領域有高度興趣，透過資訊交換與分享，與其他成員產生互動，極可能成為年輕

的潛在創業者；加上大學生正處於思考生涯規劃的重要階段，認知彈性在生涯決

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若從學術界研究獲知，當個人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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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數：性別、年級、就讀學院、參賽經驗 

環境因素：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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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未來職業前景時，追求特定職業的意圖最為明顯（Gottfredson 2002），學生

族群正符合此原則（Zapkau et al. 2015），被視為是理想的受訪者，因為他們是潛

在的創業家（Veciana et al. 2005），也與現有的創業精神研究一致（Shinnar et al 

2012; Tolentino et al. 2014），由此可知，多數學者支持使用學生樣本研究創業意圖

的合宜性（adequacy），Engle 等（2010）也強調學生是測試創業意圖的首選樣

本。 

另外，有研究指出，使用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有助於降低潛在的內生性

（endogeneity）問題；相對地，若以實際創業者為樣本，可能會有估計誤差和偏

態的問題（Bönte et al. 2016）產生。因此，本研究以這群可能成為、但尚未成為

電子商務創業家之年輕的潛在創業者為研究樣本，針對創業中的創始階段進行探

討。資料調查時間為本國疫情較趨緩的民國 109年 5月 10日至 5月 28日，採便

利抽樣方法，利用臉書社群平台和電子郵件信箱進行問卷發改。因調查樣本同時

來自臉書社群平台及電子郵件信箱的問卷，為避免錯誤推論，在資料合併前，先

進行同質性檢定，採用性別、年級、就讀學院及參賽經驗進行 χ2檢定，檢定結果

p 值均大於 0.05，表示臉書社群平台和電子郵件信箱回收的問卷並無不同，因此

可將兩群合併為一群。本研究共回收 230 份問卷，扣除作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 35

份，有效問卷共計 19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4.78%，受測者樣本資料如表 1所

示，性別以女性居多，有 98 位（50.3%），男性 97 位（49.7%），年級以四年級比

例最高有 81 位（41.5%），其次是三年級 62 位（31.8%），一年級最低占 20 位

（10.3%），就讀學院以設計學院比例最高，有 100 位（51.3%），其次是商管學

院，占 58 位（29.7%）。關於參賽經驗，無電子商務或創業競賽經驗者有 100 位

（51.3%），有電子商務或創業競賽經驗者 95位（48.7%）。 

表 1：樣本基本資料（n=195） 

題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97 49.7 

女 98 50.3 

年級 

一年級 20 10.3 

二年級 32 16.4 

三年級 62 31.8 

四年級 81 41.5 

就讀學院 

文學院 28 14.4 

法學院 3 1.5 

商管學院 58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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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工程學院 6 3.1 

設計學院 100 51.3 

參賽經驗 
無電子商務或創業競賽經驗 100 51.3 

有電子商務或創業競賽經驗 95 48.7 

三、研究工具 

採用問卷調查法，所有題項引用文獻加以調整，共有五個部份，四個構面以

Likert 七點尺度衡量（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第五部份是控制變數。在問

卷題項開始前，本研究首先針對新型冠狀病毒在台灣發現第一起確診病例後，全

球經濟、電子商務創業及宅經濟的快速發展現況進行描述，說明本研究探討在疫

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環境因素，大學生對於電子商務創業意圖、認知彈性、

創造力和創業自我效能各構面的看法。 

第一個構面是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指的是個體運用電子網路進行創業的傾

向，以 Solesvik（2013）、Lai與 To（2020）量表加以整合並修改，題項如：「在疫

情衝擊下，我打算在未來五年內開始電子商務創業」、「在疫情衝擊下，我準備做

各種準備，讓自己可以成為一名電子商務創業家」等共計 6題，Cronbach’s α值為

0.903。 

第二個構面是認知彈性，係指個體意識到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選擇和替代方

案，且靈活的適應環境並保持信心，以 Martin 與 Rubin（1995）的量表進行修改

衡量，題項如：「在疫情衝擊下，我可以用不同方式來傳達一個構想」、「在疫情

衝擊下，我願意傾聽並考慮解決問題的替代方法」等共計 12 題，Cronbach’s α 值

為 0.913。 

第三個構面為創造力，指的是「跳出框架思考的能力」（Sternberg et al. 

2004），是新穎和實用構想下的產物（Amabile 1996），問卷題項採用 Biraglia 與

Kadile（2017）、Zhou 與 George（2001）等量表整合及修正，題項如：「在疫情衝

擊下，我經常有創新的構想」、「在疫情衝擊下，我經常提出解決問題的創意思

考」等 7 題，用來衡量個人能具有新穎和實用構想的程度，Cronbach’s α 值為

0.958。 

第四個構面是創業自我效能，指的是個人能夠成功履行創業家的角色與任務

的信心程度（Chen et al. 1998），以McGee等（2009）的量表修正衡量，題項如：

「在疫情衝擊下，我認為我有能力辨識商業機會」、「在疫情衝擊下，我認為我有

能力組織資源以利開創新事業」等共計 10題，主要衡量個人能夠成功履行創業任

務的信心程度，Cronbach’s α值為 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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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是控制變數，首先，年齡和專業背景等變數可能會影響創業決定

（Karimi et al. 2017）；另外，相關研究將性別、年級、就讀學院視為控制變數

（Gielnik et al. 2017; Maresch et al. 2016）；最後，加入「是否曾參加電子商務競賽

或創業競賽」進行探討。故將性別、年級、就讀學院、參賽經驗放入模型中，避

免外生變數干擾。 

四、共同方法變異 

本研究由同一受測者填答所有題項，容易造成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產生的偏差（Avolio et al. 1991），因此，採取事前預防與

事後檢測進行處理。在問卷設計時，依據 Podsakoff 等（2003; 2012）和彭台光等

（2006）建議，採取包含許多變數的大型問卷收集資料，以不記名方式、增加部

份反向題、及運用交互混合方式編排題項，讓受測者不易推測變數間的關聯，減

少一致性填答。事後檢測方面，本研究採用兩種方法，第一個方法為 Harman’s單

因子檢定法：若第一個因子未轉軸的解釋變異量未達 50%，可判定本樣本不存在

嚴重的 CMV（Podsakoff & Organ 1986）。第二個方法是將各構面分為不同因素或

整合成單一因素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若分為

不同因素的測量模型配適度良好；若整合所有構面成為單一因素時，測量模型配

適度極差，表示本研究可分離成不同因素進行評估，並推論不存在嚴重的 CMV

威脅（Chen et al. 2012）。本研究運用 Harman’s單因子檢定法進行分析，萃取出四

個因子，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9.24%，第一個因子的解釋變異量為 37.32%，未超

過 50%。此外，利用四因素與單因素的測量模型進行 CFA，雖然單因素的測量模

型之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0.5，但單因素的測量模型 χ2 值較高，配適度

差（χ2=1970.062，DF=487，GFI=0.538，AGFI=0.467，NFI=0.724，CFI=0.775、

RMSEA=0.125，SRMR=0.178），而四因素的測量模型 χ2 值較低，配適度較好

（ χ2=1207.626，DF=613，GFI=0.947，AGFI=0.922，NFI=0.953，CFI=0.910，

RMSEA=0.071，SRMR=0.093）。兩種檢測方法的結果，顯示本研究構面可區分成

四個不同因素，推論本樣本不存在嚴重的 CMV問題。 

五、資料分析方法 

為使得問卷具有內部一致性，本研究先預試，接著再進行正式問卷的信度與

效度分析，運用 Cronbach’s α 值、修正項目總相關係數、CFA 的因素負荷量及組

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衡量信度，以 CR 和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Lee et al. 2011）衡量收斂效度，以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提出的「平均變異萃取量與潛在變項配對相關係數比較法」衡量判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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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接著，運用完整的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驗證認

知彈性、創造力、創業自我效能和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四構面的因果關係。Kline

（2005）提出二階段模式修正，亦即在執行SEM前先檢驗測量模型，運用 χ2值、

GFI、AGFI、RMSEA 和 SRMR 等指標進行模型配適，若測量模型配適度可被接

受，再進行第二步驟，以完整的 SEM驗證研究假設 H1~H6。 

肆、實證結果 

一、信度與效度分析 

首先，本研究以 SPSS 25.0 軟體，針對小部份樣本進行預試。預試結果，所

有題項的修正項目總相關係數大於 0.35，構面的 Cronbach’s α值高於 0.7，因此，

本研究接著進行正式問卷的信度分析，所有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皆高於 0.7

（Nunally 1978）。因素負荷量除電子商務創業意圖 INT3（0.476）及認知彈性 CF11

（0.383）低於 0.5，小於 Hair等（2006）的建議值，其餘各題項高於 0.5，是故，

本研究予以刪除以利後續分析。至於 CR 值，所有構面皆高於 0.7（Chin 1998），

顯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如表 2所示。 

關於收歛效度，所有構面 CR 大於 0.7（Chin 1998）、AVE 大於 0.5（Fornell 

& Larcker 1981），顯示具有良好收歛效度。而表 3所有構面的 AVE平方根，大於

其他不同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符合 Fornell & Larcker（1981）準則，具有良好的判

別效度。 

表 2：各構面信度與效度分析 

構面 
（代號） 

題項 
修正項目 
總相關 
係數 

Cronbach’s α 
因素 
負荷量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電子商務 
創業意圖
（INT） 

INT 1 0.750 

0.903 

0.786 

0.922 0.704 

INT 2 0.798 0.873 
INT 3 0.472 刪除 
INT 4 0.758 0.771 
INT 5 0.813 0.865 
INT 6 0.826 0.893 

認知彈性
（CF） 

CF1 0.699 

0.913 

0.749 

0.920 0.513 
CF2 0.588 0.570 
CF3 0.631 0.617 
CF4 0.647 0.632 
CF5 0.758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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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代號） 

題項 
修正項目 
總相關 
係數 

Cronbach’s α 
因素 
負荷量 

組合信度
（CR）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VE） 

CF6 0.762 0.818 
CF7 0.709 0.742 
CF8 0.625 0.674 
CF9 0.753 0.804 
CF10 0.698 0.759 
CF11 0.397 刪除 
CF12 0.612 0.643 

創造力
（CRE） 

CRE1 0.816 

0.958 

0.836 

0.958 0.765 

CRE2 0.863 0.863 
CRE3 0.867 0.867 
CRE4 0.876 0.906 
CRE5 0.796 0.808 
CRE6 0.891 0.921 
CRE7 0.879 0.913 

創業自我
效能
（ESE） 

ESE1 0.815 

0.966 

0.842 

0.966 0.743 

ESE2 0.891 0.888 
ESE3 0.855 0.883 
ESE4 0.822 0.837 
ESE5 0.888 0.906 
ESE6 0.893 0.924 
ESE7 0.839 0.875 
ESE8 0.881 0.894 
ESE9 0.810 0.812 
ESE10 0.754 0.744 

二、敘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 3 得知，認知彈性、創造力、創業自我效能、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平均數

介於 4.396~4.850，標準差介於 1.119~1.527，至於相關係數，認知彈性、創造

力、創業自我效能與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兩兩構面均呈現顯著正相關。 

表 3：各構面之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矩陣、AVE平方根 

構面（代號） 平均數 標準差 INT CF CRE ESE 

電子商務創業意圖（INT） 4.396 1.527 0.839    

認知彈性（CF） 4.850 1.119 0.702***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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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代號） 平均數 標準差 INT CF CRE ESE 

創造力（CRE） 4.634 1.425 0.756** 0.709*** 0.875  

創業自我效能（ESE） 4.543 1.391 0.666*** 0.621*** 0.669*** 0.862 

說明：對角線粗體數值為各構面的 AVE平方根，非對角線數值為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p< 0.1, **p< 0.05, ***p< 0.001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AMOS 24.0軟體，針對各量表進行 CFA。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配適

指標（χ2=10.168，DF=5，GFI=0.980，AGFI=0.941，CFI=0.993，NFI=0.986， 

RMSEA=0.073，SRMR=0.053），各題項的標準化參數值介於 0.771~ 0.893（測量

誤差介於 0.079~0.082）、認知彈性（ χ2=107.124， DF=42， GFI=0.917，

AGFI=0.870， CFI=0.945，NFI=0.914，RMSEA=0.089，SRMR=0.101），各題項

的標準化參數值介於 0.570~0.818（測量誤差介於 0.085~0.109）、創造力

（ χ2=27.265，DF=13，  GFI=0.966，AGFI=0.926，CFI=0.990，NFI=0.981，

RMSEA=0.075，SRMR=0.042），各題項的標準化參數值介於 0.808~0.921（測量

誤差介於 0.060~0.070）及創業自我效能（ χ2=81.723，DF=30，GFI=0.894，

AGFI=0.805，CFI=0.959，NFI=0.947， RMSEA=0.126，SRMR=0.065），各題項

的標準化參數值介於 0.744~0.924（測量誤差介於 0.056~0.081），顯示各模型達可

接受配適範圍。 

四、結構方程模型 

本研究以 SEM，運用 AMOS 24.0 軟體進行 H1~H6研究假設驗證，整體模型

配適指標如下：χ2=1207.626，DF=613，χ2 與自由度的比值=1.970 小於 3，

GFI=0.947和 AGFI=0.922均大於 0.9，RMSEA=0.071小於 0.08，SRMR=0.093 小

於 0.1，各指標皆符合建議值（Bagozzi & Yi 1988; Hair et al. 2006; Hu & Bentler 

1999; Jöreskog & Sörbom 1984），由此可知，本研究蒐集的資料與模型達可接受的

配適範圍。 

H1探討「認知彈性→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直接效果，由表 4 可知，標準化

路徑係數為正值且達顯著性（γ=0.357，p<0.001）；H2 探討「創造力→電子商務創

業意圖」的直接影響，標準化路徑係數為正值且具顯著性（β=0.284，p<0.001），

顯示面對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創業生態，認知彈性愈高、愈具有創造力的個

體，自我創業的可能性越高，H1 和 H2 獲得支持。此一結論顯示，個人會根據對

其能力、技能與職業環境的認知程度，選擇適合的職業作為生涯選擇，且認知自

己的能力和資源是可以從事創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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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探討「認知彈性→創造力」的影響，標準化路徑係數為正值且達顯著

（γ=0.568，p<0.001），表示認知彈性愈高的大學生，能主動適應環境、激發其創

造力，H3 獲得支持。證實了認知彈性為創造力的核心，現實生活中，認知彈性也

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 

H4 探究「創業自我效能→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影響，標準化路徑係數為正

值且達顯著（β=0.373，p<0.05），表示愈具備創業所需知識與能力的大學生，在

疫情衝擊下，面對龐大的電子商務商機，願意自行創業，H4獲得支持。 

本研究接著探討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中

介效果，以兩種方法：Sobel test（Sobel 1982）和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

進行檢定，Sobel test運用公式計算 Z值，若 Z值大於 1.96（Z0.05）表示中介效果

顯著。拔靴法則針對標準化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的路徑數值加以討論，

若該變數的標準化間接效果顯著，接著再針對標準化直接效果進行比較分析，若

標準化直接效果也顯著，顯示該變數有部份中介效果；若標準化直接效果未達顯

著，表示該變數具有完全中介效果（Preacher & Hayes 2004）。由表 5可知，「認知

彈性→創業自我效能→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 Z 值=2.698 大於 1.96，拔靴法的標

準化間接效果顯著（0.541，p<0.001）且標準化直接效果也顯著（0.357，

p<0.001），顯示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僅具有部份中介效

果。「創造力→創業自我效能→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 Z值=3.080大於 1.96，拔靴

法的標準化間接效果顯著（0.316，p<0.001）且標準化直接效果也顯著（0.284，

p<0.001），表示創業自我效能在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也僅具有部份中介效

果，也就是說，本研究建構的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模型，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

性、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連結中僅發揮部分中介作用。 

表 4：結構方程模型結果 

路徑 標準化路徑係數 t值 檢定結果 

GENDERINT -0.184 -3.869  

GRADEINT -0.006 -0.124  

COLLEGEINT -0.096 -2.061  

EXPERENCEINT 0.026 0.555  

H1 CFINT 0.357*** 3.362 H1獲得支持 

H2 CREINT 0.284*** 2.753 H2獲得支持 

H3 CFCRE 0.568*** 9.146 H3獲得支持 

H4 ESEINT 0.373** 3.361 H4獲得支持 

R2 CRE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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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標準化路徑係數 t值 檢定結果 

R2 ESE 0.750 

R2 INT 0.627 

說明：GENDER表性別，GRADE表年級，COLLEGE表就讀學院，EXPERENCE表參賽經驗，

CF表認知彈性，CRE表創造力，ESE表創業自我效能，INT表電子商務創業意圖。 

*p< 0.1, **p< 0.05, ***p< 0.001 

表 5：創業自我效能中介效果分析 

路徑 
標準化
間接 
效果 

信賴區間 標準化
直接 
效果 

標準化
總效果 

Sobel 
test 

實證結果 
低 高 

H5 
CFESEINT 

0.541*** 0.086 0.492 0.357*** 0.898*** 2.698** 
部分中介效
果 

H6 
CREESEINT 

0.316*** 0.065 0.284 0.284*** 0.600*** 3.080** 
部分中介效
果 

說明：*p<0.1, **p<0.05, ***p< 0.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參酌 Biraglia與 Kadile（2017）、Zheng等（2020），運用疫情衝擊下的

電子商務商機環境因素為脈絡，建立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模型，其中認知彈性、創

造力為自變數，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為因變數，創業自我效能為中介變數，探討在

認知彈性、創造力和電子商務創業意圖之間關係的中介效果。本研究實證獲知，

具有較高認知彈性及較高創造力者，更可能創業，也確認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

性、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中介角色。 

首先，本研究探討認知彈性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直接影響，過去相關研究

較少，此為本研究貢獻之一。實證結果得知，認知彈性對電子創業意圖具有正向

顯著的直接影響，H1 獲得支持。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認知彈性足以讓

個人應對不確定性（Kyndt & Baert 2015），並依據此辨識創業機會（Shane & 

Venkataraman 2000），進而追求創業生涯（Krueger 2017）。在環境出現機會與風險

的兩難時，具有高度認知彈性者，以更彈性方式，制定新穎的創業計劃。同時，

由於個人對環境的適應性（Cañas et al. 2003），當面對困難問題時能有效回應

（Crisp & Turner 2011），更能適應決策需求（Dajani & Uddin 2015）。這樣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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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會配合環境因素，亦即當社群中有成員決定創業時，可提供其他潛在創

業者借鑒，觸發創業意願。此結論也表示年輕的潛在創業者可根據自身能力和技

能，配合疫情衝擊下，電子商務創業環境的要求和期望，思考兩者之間的認知融

合度，認為進行電子商務創業是合適的職業選項（Dawis 2002）。因此，本研究更

加肯定，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認知彈性在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機制與

作用。研究指出，與認知彈性相關的心理過程，會使個人具有「生成思維」

（generative thinking）（Roberts et al. 2017），能處理情境和任務不確定性（Dajani 

& Uddin 2015），也會激發特定能力，相信自己能從事複雜的創業活動，而這些心

理過程，將使個體更加相信自己有能力成立和管理新事業，印證「山不轉，路

轉」諺語。 

其次，本研究討論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影響。由研究得知，當大學

生的創造力愈高時，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愈強烈，H2 獲得支持，和先前結果呼應。

研究指出，個人創造力可透過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產生（Hunter et al. 2007），面

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對於國家、產業乃是於個人而言，都是一個嶄新、持續

不斷且時間長度未知的衝擊（He & Harris 2020），在這個氛圍下，創造力可激發

個人不服輸個性，以克服障礙、獲取新訊息來解決問題（Zhou et al. 2012），因而

成為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重要先決條件。 

第三，本研究探討認知彈性對創造力的影響，H3 獲得支持。認知彈性的基本

精神，強調打破慣有模式、跳脫框架，獲得更多資訊以適應環境變化，增進創造

力和創新能力。認知彈性是創造力的核心，也是現實生活中，創造力的必要條件

（De Dreu et al. 2011; Ritter et al. 2012）。 

第四，探討創業自我效能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關係。實證發現，創業自我

效能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H4 獲得支持，與先前研究相符。創業

自我效能是創業意圖的重要先決條件，複雜的社會網絡關係，透過創業自我效能

對創業意圖產生影響（Boyd & Vozikis 1994），在面臨 Covid-19衝擊的電子商務商

機下，具有高度創業自我效能者，愈有可能進入電子商務行業進行創業。 

最後，本研究探討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創造力對

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中介效果。過去文獻大多以性別、經驗（Wilson et al. 2007; 

Zhao et al. 2005）等變數，探討對創業自我效能的影響，而以特定的個人認知因素

對創業自我效能與創業意圖的研究不足，本研究彌補相關研究缺口。實證得知，

創業自我效能在認知彈性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具有部份中介效果，也就是疫情衝

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能夠靈活適應環境、具有高度認知彈性者，就足以對電子

商務創業意願有正向促進作用；但若透過對自己開創新事業能力的信心，亦有利

於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形成。 

創業自我效能在創造力對電子商務創業意圖同樣具有部份中介效果，顯示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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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本身足以對電子商務創業意願有正向促進，發揮著關鍵作用；同時，潛在創

業者對於創造力的感知，可透過強化個人渴望及提升執行創業任務的自信心，加

速成立新創事業的可行性。綜而言之，當個體有創造力時，可直接將創造力付諸

行動達成創新，激發個人從事電子商務創業的機率，亦代表個體有創新概念時，

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創業的信念和感知，促進自我創業的機會。 

二、理論與實務意涵 

首先，本研究將創業生涯選擇視為大學生感興趣的行為，透過認知彈性、創

造力等個人認知因素，在疫情衝擊下的電子商務商機環境脈絡下，思考個人認知

因素透過創業自我效能如何影響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結果，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其次，驅動個人從事創業活動的「思維模式」（mindset）是創業研究的重要

議題（McMullen et al. 2014; Shepherd & Patzelt 2018）。研究發現，認知彈性和創

造力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催化作用；此外，也提高對創業自我效能的理解，尤其

是認知彈性、創造力在塑造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作用中，均具有直接效果。 

第三，本研究結果，可為大學創業教育工作者提供啟發：認知彈性是一種認

知能力，不同於來自基因、來自遺傳的特性，認知彈性可透過積極主動的介入加

以發展與培養（Baas et al. 2008），尤其是 Covid-19危機，對於個人的生活方式、

文化和社交互動產生重大變化，而快速發展的科技，衍生出更多的創業模式和活

動（Kuckertz et al. 2020），而具有高度適應能力，能應對危機及高創造力的創業

家，將越具有全球影響力（Liguori & Winkler 2020）；也就是說，大學生若畢業

後，成為洞燭機先和掌握潮流的創業者，個人所需具備的重要認知能力就是認知

彈性。為培養認知彈性能力，本研究建議，在大學創業教育中，可導入認知彈性

和創造力的養成課程與方案計畫，培養創業活動的態度、企圖心和技能，以刺激

創業精神。至於認知彈性和創造力的訓練方式，也可透過現有的各種評估工具加

以識別，或可依據學生意願，強化創造力，增進學生自行創業的可能性。 

最後，個體在進行創業生涯選擇時，依據生涯認知理論，了解自身內部能力

和技能，配合外部環境因素，思考各因素之間的認知融合度進行最適合的職業選

項（Dawis 2002）。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關於樣本來源，本研究僅針對電子商務創業社群成員中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進行問卷發放，雖然有助於減少潛在內生性問題，但仍有文獻對學生樣本存有疑

慮（Shook et al. 2003）。本研究建議未來可增加新進創業家的樣本，亦或可針對不

同樣本群體進行研究，以確認研究結果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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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究設計，如前所述，若能克服資料蒐集不易的問題，同時蒐集危機

前、危機後的樣本資料，進行差異性分析，可以得到更豐富的政策與管理意涵；

此外，本研究屬於橫斷面研究，未考慮時間拉長後的動態變化。未來研究者可採

用縱斷面研究，進一步觀察認知彈性、創造力的變化狀態。生涯選擇之後，具有

認知彈性者是否能夠在創業的其他階段，滿足客戶需求、管理資源及應對市場競

爭，或在遇到挫折時展現毅力也是值得後續研究進行探究。 

關於研究變數，本研究探討大學生認知彈性、創造力、創業自我效能與電子

商務創業意圖的關係，然而，影響電子商務創業意圖的因素眾多，包括：政府政

策、家庭影響、社交媒體等。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其他變數，以測試對認知

彈性、創造力和創業意圖之間的調節效果，例如：感知創業風險、對創業結果的

期望、財務獎勵等。 

最後，本研究使用自陳式量表衡量認知彈性，雖具有足夠信度及效度

（Martin et al. 2011），在創業研究也很常見（Arora et al. 2013）。但是，自陳式量

表有局限性，尚有其他技術評估認知彈性（例如：神經影像學和腦部掃描），建

議未來研究者可使用較新技術，藉此可獲取更精確的數據，進行嶄新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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